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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化、世俗化与世界化：司徒雷登的大学教育观

□  曹金祥　冯春英

 

 

摘要:  民国时期，司徒雷登因担任驻华大使而一度成为美国在

华利益的代言人。但作为燕京大学的创始人和校长，司徒雷登曾

长期致力于中美文化交流并以兴办教会教育为己任。在融合中

西文化的基础上，他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和世界高等教育的发

展趋势，极力倡导燕京大学的中国化、世俗化和世界化改造，不

仅成功铸造了燕京大学的辉煌，使之成为众多教会大学中的翘

楚，而且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转型和中西文化交流。司

徒雷登在燕京大学推行高等教育改革的成功是中西文化融合的

结果，是民国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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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四前后，随着西方思想文化的迅速东来和中

国教育体制的新旧更替，西方宗教势力在华兴办教

育事业也呈现蓬勃发展之势，教会大学开始进入在

华发展的黄金时期，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中的一支重

要力量。在分布于全国各地的教会大学中，由司徒

雷登掌校的燕京大学独树一帜，业绩斐然，成为20

世纪上半叶与国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并列的著

名学府。对于燕京大学取得的办学成绩，不仅南京

国民政府多次予以褒奖，当时的教育界也给予了高

度评价，认为“现在之燕大，非特于全国学府中首屈

一指，即于国际学府中，亦增一新生力军”[1]。曾来

华留学的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晚年的回忆录中

提到：“燕京大学在校长司徒雷登的带领下成为其

他12所基督教大学的排头兵。”[2]

在近现代中美关系史上，司徒雷登是一个在政

治、外交和文化教育等多个层面产生过重要影响的

历史人物。由于担任过驻华大使并在国共之争中偏

袒南京政府，其形象长期被定格为美国侵华利益

的重要代言人。近年来，随着民国高等教育史研究

的深入，司徒雷登的在华教育活动引起了学界的关

注，部分学者发表和出版了一些较有影响的学术成

果。这些研究成果在总结燕京大学发展历程的基础

上，肯定了司徒雷登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地

位。但由于起步较晚等客观原因，学界对司徒雷登

与燕京大学高等教育改革成就的研究要么因陋就

简，一笔带过，要么以事功梳理代替思想言说，忽

视了其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推动作用，遮蔽了燕京大

学之所以走向成功的内在原因。在当前中国高等教

育面临转型的背景下，根据新近出版的有关文献资

料，对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的高等教育改革进行探

究和梳理，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意义，而且具

有直接的现实参考价值。

一、彻底的中国化：维系燕京大学生存
发展的基本前提

教会大学虽然以传播西方宗教文化为目的，但

要想在中国扎根立脚，必须取得中国社会的认可，

使自己的存在具备正当性和合法性。而欲达此目

的，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彻底的中国化。特别是进入

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，民族主义浪潮的汹涌和中

国本土高校的迅速崛起等因素也“从不同的角度，

或迫使或引导基督教大学进一步中国化”[3]。

司徒雷登认为，燕京大学作为一所教会大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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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所以在中国得以设立和维持，“多有赖于热心之

基督徒为之助力也”[4](P25)。而这些中国信众对基督

教大学的最大希望，是盼其能够为自己的国家培

养出一批具有爱国之心的有用之才，以完成内强家

国、外御强敌的民族复兴任务。基于这种分析，他提

出，燕京大学要想在中国生存和发展，首先要考虑中

国社会的现实需要。在司徒雷登看来，虽然目前中

国正处在强敌的威胁之中，但由于人民的国家意识

已大为加强，“苟中国完成大统一，则决无畏惧日本

之理”，现在国家危难之际正是燕京大学师生为国

家独立和建设效力之时，只要全体青年学子能以中

国现实需要为急务，“认清欲于将来改革国家社会，

应于今日首先改革自己”[4](P26)，并且在校学习期间即

能“养成一种高尚之人生哲学”[4](P25)，培养出“创造

的，独立的，勇敢的，合作的精神”，最终必能实现

“服务祖国，拯救同胞，为中国全民族谋福利”的远

大目标。

在从办学理念上倡导燕京大学适应中国现实

需要的同时，司徒雷登也从实践层面上采取了一系

列旨在推动燕京大学中国化的具体举措。

在司徒雷登看来，要实现燕京大学的中国化，

关键是要取得中国政府的认可。在司徒雷登之前，

在华投身高等教育事业的外国传教士不乏其人，虽

然他们也有人意识到，基督教教育事业“在中国须

造成一个强有力的独立的系统”[5]，但对教会学校

融入中国国家教育体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缺乏基本

的预判和认知。后来，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，大多数

教会大学担心“教师和学生双方都有被孤立于国家

教育生活之外的危险，从而失去影响”[6]，才不得已

被迫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。实际上，早在1921年，司

徒雷登就已经开始考虑燕京大学的立案问题。1925

年11月，北洋政府教育部出台公私立学校均应注册

的规定后，司徒雷登就积极着手筹备燕大的注册

事宜。对于教会内部的不同意见，他认为，燕京大

学“既以服务中国为宗旨，就得遵守中国政府的法

令”[7](P62)。在他的坚持下，燕京大学排除困难，分别

于1926年11月和1927年12月向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

申请立案，并得到批准，成为在中国境内立案注册

最早的教会大学。此举不仅使燕京大学在一定程度

上摆脱了对美国托事部的依赖关系，也为燕大在中

国的生存和发展及其以后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制度层

面的保证。

在完成燕京大学立案注册的基础上，司徒雷登

推动燕大中国化的第二个重大步骤，是更换学校的

领导层和调整教师队伍的中外籍教师比例。这种人

事制度方面的改革既是燕京大学立案后对中国政

府的一种承诺，也是学校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。司

徒雷登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曾经提到：对于燕京大学，

“我最初的想法是，让更多的中国人参与到学校的

管理中来，包括它的教育、宗教、财政等各个方面，

使燕京大学成为一所真正的中国的大学”[8](P57)。注

册立案后，他即遵照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规定，

于1929年推荐中国学者吴雷川出任校长，自己改任

校务长。尽管由于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的地位和威

望，学校实际上的掌权者一直是其本人，但校长人

选的换马既满足了中国政府的要求，也减轻了燕京

大学对美国教会的依赖程度。资料显示，除校长职

位外，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，燕京大学几乎所有的

院、系领导均换由中国人担任。全部校董会34名成

员中，中国人占到21个，当时政界和学界的知名人物

如孔祥熙、颜惠庆、胡适等人也受邀成为燕大董事

会成员。

在一般教师构成上，燕京大学初创时，中国籍

教师只有陈在新和李荣芳两位博士[9]，中外教师比

例严重失衡。为了尽快消弭燕京大学的纯西方色

彩，并切实提高其办学水平，司徒雷登不惜以重金

聘请陈垣、许地山、顾颉刚、钱穆、俞平伯、吴文藻

等国内著名学者来燕大任教。由于燕大付给教授

的薪水较高，且不存在欠薪现象，因此，一些著名

学者甚至托人主动上门求职。如1938年下半年，在

北京大学任教的周作人就曾通过郭绍虞的私人关

系在燕大谋得“客座教授”的兼职，燕京大学因为

旧人关系，对周作人“月给一百元报酬，比一般的讲

师表示优待”[10]。经过努力，到1934年，在燕京大

学拥有的111名教授和副教授中，中国人已达67人，

占比超过半数以上。至此，司徒雷登要让燕京大学

成为一所真正的中国大学的愿景已变为现实。在他

看来，让尽可能多的中国人参与到燕京大学的教学

和管理中来，不仅是为了满足中国政府对教会学校

的要求，而且可以充分调动中国教职员工的工作积

极性，提高学校的管理效益。更为重要者，司徒雷

登认识到“国家之间的互相了解是确保世界和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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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最终形成某种形式的世界共同体的重要保证”，

而“燕京大学所创造的环境，能作为一种永久的财

富，来发展国家之间的关系”[8](P58)。

在调整中外教师比例构成的同时，司徒雷登极

力扩大学校的招生范围，争取尽可能多的中国人特

别是青年学子对燕京大学的认可。他认为：“一个

理想的大学，首先要做到全国性的，因此，招生的

对象，不能仅限于华北一隅，须遍及各地”。在这种

思想指导下，燕大的学生很多来自不同省份的边远

地区甚至穷乡僻壤，其招生辐射范围一度远及南洋

各地。这些来自不同区域的学生“彼此交流而攻错

之，各取他人之长，以补自身之短”[7](P63)，极大地提

高了燕大的学生培养质量，也在客观上提升了燕京

大学的影响力和知名度。

二、积极的世俗化：消除燕京大学宗教
色彩的重要举措

司徒雷登领导下的燕京大学在致力于“彻底的

中国化”的同时，为了顺应五四后中国社会日益强势

的民族主义诉求，同时也为了更加有效地满足青年

学生的求知渴望，在消除宗教性、强化世俗性方面

采取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举措。

司徒雷登是一位基督教传教士，其来华的主

要任务和使命是传播基督教福音，最终把中国改

造成一个基督教国家。但司徒雷登深谙中国国情和

文化，他深知，要想在中国成功传播基督教，首先

要让基督教教义适应中国环境和民众需求。为了

避免“被冠以利用教育的形式来从事宗教宣传的

帽子”[8](P53)，司徒雷登履职燕京大学校长后，在处

理教育和宗教的关系上确实费了不少周折。他明确

表示：燕京大学“虽然在性质上是一所宗教学校，

但我并不想让它牵涉到传教运动”[8](P53)。基于这种

考虑，司徒雷登推动燕京大学世俗化的一个重要步

骤，就是将燕大的办学宗旨由宣传宗教和培养传

教士，转变为“以教授高深学术，发展才、德、体、

力，养成中国国民领袖，应中华民国国家及社会需

要”[11]。在新宗旨的指导下，燕京大学以开明为本，

不强制学生参加宗教活动，也不以是否信仰宗教

来衡量学生的好坏。在宽松的学术氛围中，学生的

“学术研究没有被强烈干涉过，要是你愿意，你可

以从马克斯研究到三民主义，五权宪法。”[12]1926

年10月，北洋政府教育部在“收回教育权运动”的

影响下，曾明令禁止学校以传播宗教为宗旨，而燕

京大学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，就宣布取消宗教仪式

和宗教课程，将原设的神学院改为宗教学院，使其

成了一个不再招生的纯粹的研究机构。

除课程改革外，燕京大学在学科建设上也采取

积极措施以淡化宗教色彩。司徒雷登认为，要使燕

京大学快速地融入中国社会，最根本的途径就是要

为中国社会培养一大批实用人才，因此，必须高度

重视职业教育。他提出：尽管教会大学的大多数学

生往往因为经济原因而无法接受文科教育，但“不

管如何，职业课程是最重要的。”[13]在他看来，燕京

的教育目的“不是为培养什么人才以从事某种政治

经济活动”，而是要“养成一种合作、建设、服务人

群的精神以服务社会国家”[14]。为了将燕大建成“现

在中国最有用”的大学，司徒雷登将发展职业科目

作为学科建设的首要选择。在他的主持下，燕京大

学陆续兴办了农业、陶瓷、制革、家政、新闻和医护

等实用学科。统计资料显示，在职业技术型课程发

展高峰的1927至1928年间，燕京大学接受职业教育

的学生已经占到总数的26%[15]，从而为中国社会培

养了一大批具有职业技能的社会急需人才。

除了人才培养外，现代大学的另一个重要职能

是社会服务。近代以降，随着基督教世俗化倾向的

日益加强，在华传教士认识到，教会大学要获得中

国政府的认可，保持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同步性，必

须肩负起改造民众、革除陋习和改善风俗的责任。

换言之，“只有通过社会服务才能在宗教信仰与社

会之间搭建起桥梁”[16]。在此背景下，为了推动燕京

大学尽快与中国基层社会建立密切联系，司徒雷登

在建校之初，即开始了社会服务的积极探索。1922

年，燕京大学创建了社会学系和社会学专业，聘请

在华首创社会服务的北平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步济时

任主任，面向基层民众举办平民夜校、运动场，开展

各种类型的知识宣讲和社会调查活动。为了提高社

会服务的知名度，增强社会服务的针对性，1925年，

司徒雷登将社会学系改名为“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

系”，并增设了社会学理论和社会调查方面的课程。

1928年至1936年间，社会学系还牵头整合校内其它

相关专业的师资力量，先后在河北省清河县和山东

教 育 史 苑 中国化、世俗化与世界化：司徒雷登的大学教育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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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汶上县开办了乡村社会实验区，除开展相关研究

工作外，还具体从事“儿童福利、职业训练、公共卫

生、公共娱乐、体育、造路等实际工作”。由于燕大

师生在清河等地的乡村实验活动成绩显著，发展迅

速，“国内外参观者，与国联专员及省政府代表，均

谓该区改造农村之技术尚属合宜；以此小小费用，

结果诚为难得。”[17]。除了走出校门参与社会服务

外，司徒雷登还支持师生在校内成立了社会学研究

社。该社在其创办的刊物《社会问题》的前言中明

确提出，研究社的主要任务是“研究中国当前的社

会问题，以求解决的方法”[18]。在这一办刊宗旨的

指导下，该杂志发表的文章也大多涉及社会教育改

造、农村合作运动等热点问题。

与国内其他教会大学明确反对学生参加爱国运

动的做法不同，燕京大学在对待本校学生参与政治

运动方面实行了极为开明的政策。司徒雷登认为，

五四运动后，中国社会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与

自己的理想并不抵触，因此，他对中国学生为反对

外国列强而掀起的爱国运动深表同情，并在实际行

动上“对爱国学生运动表示了包容、保护和支持，使

燕大一度成了北平学生运动的主要阵地”[19]。1925

年5月上海五卅惨案的发生，使得全国“民气大张，

加深了一般民众对教会、教会学校的厌恶”[20]，但

燕大的学生救国会却在全国率先成立了“五卅惨

案后援会”，积极在北京为死难工人募捐，并派员

赴上海支援工人的反帝爱国运动。远在美国为学校

募捐的司徒雷登听闻消息后兴奋有加，认为燕京大

学的爱国主义热情已经深得人心，两次写信予以褒

奖。九一八事变发生后，司徒雷登甚至亲自带领数

百名燕大师生上街游行，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。

在1931年的“一二·九”运动中，自美国返程的司徒

雷登在上海刚登岸，就向迎接人员打听北平学生的

南下请愿情况，当得知大部分燕大学生均已到南京

参加请愿运动时，他兴奋地表示：“如果燕京学生没

有来请愿，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。”他

在事后对学生的演讲中再次指出：“苟令今日之中

国学生在国难时期中而不谋救国之道者，则国家也

至无希望也。”[21]（P188）纵观司徒雷登对于学生运动

的言行，不难看出，他事实上是将支持学生运动作

为燕京大学参与中国社会发展和向世俗化转进的

一个重要举措。

三、坚定的世界化：确保燕京大学跻身
一流的重要途径

强化合作交流，主动与世界著名高校进行校际

合作，是现代大学走向成功的重要途径,也是中外高

等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。司徒雷登在大力推动燕京

大学中国化的过程中，为了提高燕大的办学水平和

影响力，将其迅速带入世界高水平大学之列，在国

际化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。

燕京大学国际化努力最成功之处，是与美国哈

佛大学合作共建了享誉全世界且至今仍在运转的哈

佛燕京学社。哈佛大学是美国也是世界上第一流的

高等学府，有着丰富的办学经验、先进的教育理念

和良好的教学、研究条件，在国际学术界有着非同

寻常的影响力和知名度，与其合作办学不仅可以提

高燕京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和学术研究水平，而且

可以提升燕大在国际学界的地位。而哈佛大学为了

扭转美国在汉学研究方面落后于欧洲国家的不利

局面，在客观上也有与燕京大学建立合作关系的需

要。因此，“哈佛、燕京两校出于各自的利益，对建

立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都非常积极。”[22]抓住这一

有利时机，司徒雷登经过积极斡旋，不仅从铝业大

王查尔斯·霍尔的遗产中为燕大争得了150万美元

的办学资金，而且巧妙地接受了哈佛大学原定与北

京大学的合作项目。经过协商后，1925年，燕京大

学与哈佛大学达成共建“哈佛燕京学社”的合作意

向，由霍尔基金会拨款640万美元作为研究和活动

基金。1928年1月，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正式成立，双

方在签署的合作协议中，将中国文学、艺术、历史、

语言、哲学和宗教史列为重点研究对象，把传播和

保存中国文化定为首要目的。双方还约定，由学社出

资“资助出版那些经学社董事会赞同的有关中国学

方面的研究成果”[23]。

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后，燕京大学的中国学

研究所也于同年2月宣告成立。司徒雷登为了广揽人

才，每年为研究所划拨10万元经费，聘请著名学者

陈垣任所长，许多知名学者如顾颉刚等人鉴于燕大

稳定的学术环境和丰厚的薪金待遇也欣然往聘[24]。

两个机构成立后积极开展合作研究，当年即开始互

派研究生。资料显示，1949年前中方受学社经费资

助前往美国攻读博士学位者即有11人之多[25]。其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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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思和、翁独建、周一良、王钟翰、杨联陞等人后来

都成为造诣深厚、声名远播的学界名流，极大地提

升了燕京大学的学术水平和国际影响力。同期，美

国方面受学社经费资助来燕京大学研究中国文化

的学者则超过了17人，其中的戴德华、赖肖尔、饶大

卫、费正清、史华慈等人学成回国后，各自“活跃在

不同的高校或研究机构，逐渐成长为中国研究领域

的专家与学者”[26](P261)，从而极大地拓宽了哈佛大

学汉学研究的领域，奠定了美国在中国学研究方面

的领导地位，使美国逐步超越欧洲而成为中国文化

研究的重镇。

在教师交流方面，燕京大学与哈佛大学则通过

互换教师和增加“访问学者项目”等方式以加强学

术沟通。这种教师互访互换制度使得“中国学者和

西方学者之间通过合作能够建立起良好的学术关

系，并增强各自的研究能力”[26](P267)。除了开展师生

交流外，燕京大学还积极利用哈佛燕京学社提供的

充裕经费，积极从中国本土聘请著名学者来校开展

研究。1942年10月，燕大在成都复校时，甚至还邀请

到陈寅恪、萧公权、吴宓和李方桂等学术大师担任

特约教授。燕京大学除了每月为其开出450元的高

薪外，还专门为每位学者提供七千美元的专项经费

用以学术研究和成果出版，从而使“燕京大学对于

中国文化研究方面，能在中国基督教大学中居于领

导地位”[27]。

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和成功运行“被誉为民国

时期校际合作的成功个案，是燕京大学与哈佛大学

校际合作的实践成果之一”[26](P87)。本次合作给哈佛

和燕京这两所高校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，可以

说是一次优势互补、互利共赢的经典合作。 

除哈佛大学外，燕京大学也积极与其他海外高

校开展办学合作。如燕大社会学系的创建得到了普

林斯顿大学的大力支持。燕京大学新闻学院的创

办则得到了美国密苏里大学的帮助。密苏里大学不

仅提供了办学资金，还“把美国新式新闻教育介绍

至中国”，使得燕大新闻系在短短五年时间里“各

方面都渐渐充实起来，成为国内著名的新闻教育机

构。”[28]除美国之外，司徒雷登非常推崇英国牛津

大学极富影响力的导师制。在他的努力下，两校于

1937年合作开办了导师制及荣誉课程，并借以争得

英国政府的资金支持。除此之外，燕京大学还争取

到了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的奖学金项目，资助燕大

毕业生到相关国家攻读研究生；与德国开展横向合

作，每年从德国为燕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争取到

可观的办学资金。

燕京大学世界化的另一个重大举措是从国外

广泛招收教师和学生。司徒雷登为了将燕京大学建

设成为一所国际性高等学校，不仅尽量招收国外学

生，而且还从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意大利、德国、瑞士

等不同国家和地区招聘外籍教师来华任教。这些来

自世界各地、国籍不同、信仰各异的任课教师与中

外学生和平共处，不仅促进了文化交流，也推动了

不同国家间友好关系的发展。

综上所述，司徒雷登的国际化战略极大地推动

了燕京大学的发展，对于提高该校的人才培养质

量，提升其在国际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影响力与知名

度，均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截止到1928年，在短短不到

十年的时间里，燕京大学就已经确立起世界一流大

学的地位。是年，美国加州大学在对亚洲高校的学

术水平进行调查后，将燕京大学列为全亚洲最好的

两所基督教大学之一，“并认定燕大的毕业生可以

直接进入美国的研究生院攻读学位”[21](P93)。燕京大

学世界化努力的成功，不仅推动了西方教育理念和

教育制度在中国的落地生根，为转折期中国高等教

育体制的建构提供了经验参考和模式遵循，而且也

有效地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，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

打开了方便之门。

四、结语

燕京大学作为中西文化融合的结果，虽然只存

在了三十多年时间，但它取得的办学成就举世瞩目，

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亮丽风景线。如

果说“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”[29]，那么燕京大学

高等教育改革的成功无疑凝结了司徒雷登的教育思

想。换言之，燕京大学创造的成就，除了适逢20世

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大好时机

外，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司徒雷登的高等教育思

想和实践。

五四以降，西方思想文化的迅速东来，极大地激

发了中国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，导致民族主义思潮

由一股潜流而发展成为蔚为壮观的时代大潮[30]，在

教 育 史 苑 中国化、世俗化与世界化：司徒雷登的大学教育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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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背景下发生的“非基督教运动”和“收回教育权

运动”将“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在华基督教大学”[31]，

给这些学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。如何因

应中国的民族主义诉求，在急剧变动的政治环境中

继续维系教会教育的话语权和影响力，是每一个教

会大学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。与同时代其它教会大

学领导者消极应对甚至大唱反调的做法不同，司徒

雷登基于对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的深刻了解，在经

办燕京大学的过程中，积极利用和创造各种有利条

件，较好地消解了教会大学与中国政府和社会间的

张力，科学地建构了基督教文明、西方教育思想与

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框架，通过中国化、世俗化和

世界化的努力，推动燕京大学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

教会学校而转型为一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著名高

等学府。

众所周知，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是借鉴西方

教育思想和办学模式的产物，但近代中国内忧外患

的时局赋予高等教育以开启民智和建构国家的双重

历史使命，“大学已被普遍视为是国家建设的一个

重要组成部分”[32]。民国时期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

推行的高等教育改革，顺应了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

趋势，推动了民国高等教育的转型发展，对于当前

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。

参考文献

[1]		 张铨.祝司徒先生六十大寿[J].燕大友声,1936(9)：

34-35.

[2]		 费正清.费正清中国回忆录[M].闫亚婷,熊文霞,译.北

京:中信出版社,2013:86.

[3]		 肖会平.合作与共进:基督教高等教育合作组织对华活动

研究(1922-1951)[M].济南:山东教育出版社,2009:4.

[4]		 [美]司徒雷登.我所见的中国问题[J].燕大友声,1937(6)：

25-26.

[5]		 刘廷芳.司徒雷登:一个同事者所得的印象[J].人物月

刊,1936(2):105-112.

[6]		 费正清.剑桥中华民国史(1912-1949年)(下)[M].北京:中

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4:440.

[7]		 王揆生.张伯苓与司徒雷登(下)[J].上海文化,1947(12)：

61-63.

[8]		 [美]司徒雷登.在华五十年[M].李晶,译.南京:译林出版

社,2015.

[9]		 陈礼颂,程曦.建校经过[C]//陈明章.学府纪闻:私立燕

京大学.台北:南京出版有限公司,1982:5.

[10]	 周作人.知堂回想录[M].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8：

346.

[11]	 王学珍,张万仓.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1861-1948[M].

北京: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4:624-627．

[12]	 唐海.记司徒雷登[J].燕大双周刊,1946(17):150.

[13]	 [美]司徒雷登.原来他乡是故乡:司徒雷登回忆录[M].杜

智颖,译.南京:江苏人民出版社,2014.

[14]	 [美]司徒雷登.对燕大希望[N].燕京新闻,1934-12-18(1).

[15]	 章开沅,林蔚.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[M].武汉:湖北教育

出版社,1991:175.

[16]	 周谷平等.中国近代大学的现代化转型——移植、调适

与发展[M].杭州:浙江大学出版社,2012:272.

[17]	 佚名.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一九三二-

一九三三年度报告[J].社会学界,1933(7):333-346.

[18]	 佚名.前言[J].社会问题,1936(1):2.

[19]	 罗义贤.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[M].贵阳:贵州人民出版

社,2005:221.

[20]	 朱庆葆,等.教育的变革与发展[M].南京:南京大学出版

社,1999:93.

[21]	 陈远.燕京大学(1919-1952)[M].杭州:浙江人民出版

社,2013.

[22]	 陶飞亚.边缘的历史——基督教与近代中国[M].上海:上

海古籍出版社,2005:136.

[23]	 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.燕京大学史稿[M].北京:

人民中国出版社,1999:392.

[24]	 顾颉刚.顾颉刚日记(第二卷)[M].台北:联经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2007:128.

[25]	 田正平.中外教育交流史[M].广州:广东教育出版社，

2004:739-741.

[26]	 陈滔娜.哈佛燕京学社校际合作史[M].南京:江苏人民出

版社,2014.

[27]	 陈观胜.哈佛燕京学社与燕京大学之关系[C]//陈明

章.学府纪闻:私立燕京大学.台北:南京出版有限公司，

1982:53.

[28]	 山青.燕京大学新闻学系过去及现在[J].报学杂志，

1948(2):27-35.

[29]	 [英]柯林武德.历史的观念(增补本)[M].何兆武,等译.北

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0:313.

[30]	 罗志田.乱世潜流: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(原序)[M].北京: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13:1.

[31]	 徐保安.教会大学与民族主义—以齐鲁大学学生群体为

中心(1864-1937)[M].南京:南京大学出版社,2015:371.

[32]	 [加]许美德.中国大学1895-1995: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

[M].许洁英,译.北京:教育科学出版社,1999:53.

（下转第112页）


